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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一致共策和平 
 
 

作者：柏林洪堡大学名誉教授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Christian Tomuschat) 

 1950 年 11 月 3 日，大会通过了题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第 377 A(V)号

决议。通过这项决议是为了回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战略，该战

略的目的是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保护大韩民国使其免受北韩武装力量发动

的侵略。1950 年 6 月，在这场武装冲突的初始阶段，安全理事会成功地建议联合

国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必要援助，以便击退武装攻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

平与安全”(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83(1950)号决议)。该决议得以通过是由于当时

苏联抵制安全理事会会议以求将中国的永久席位分配给北京的共产政府。苏联以

为它的缺席可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履行职能，因为《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

安全理事会实质性决议须由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

决之”。不过，安全理事会大多数理事国都认为不出现在会议室不能阻止联合国

主要机构有效行事，这种看法后来经国际法院认同(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 1971 年报告，第 16 页，第 22 段)。鉴于其抗议都无结果，苏联自 1950

年 8 月再次派遣代表团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投票反对美国谴责北韩当局不断

违抗联合国的决议草案。为了打破僵局，美国在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领导下成功地说服了联合国大会，即大会应主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

起辅助责任，一如《宪章》第十四条所明示那样。第 377 A(V)号决议就是这些努

力的成果。 

 第 377 A(V)号决议最重要的部分是 A 节，其中指出，如安全理事会因常任理

事国未能一致同意，不能行使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则大会本身应

审理此事。这一节建议了一些程序步骤和实质步骤。第一，如属闭会期间，大会

可以应安全理事会或其本身大多数会员的请求举行紧急特别会议。第二，召开这

类会议的目的在于为采取“集体行动……包括必要时使用武力”提出适当建议。

该决议的用语也清楚表明，大会在这方面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安全理事会。因此，

只能提“建议”，即只能作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声明。此外，第 377 A(V)号决

议还设立的两个附属机构，一个是存在直至 1960 年的和平观察委员会，另一个

是只短暂存在两年的集体办法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发挥过任何重大作用。 

 虽然大会并不试图取得与根源于《宪章》第七章的权力近似的权力，但如果

按道理讲，第 377 A(V)号决议原本就难于与《宪章》调和。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明确赋予安全理事会在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所有问题方面的主要责任。就程

序问题而论，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安全理事会对任何争端或情事执行职务时，

“大会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任何建议”，另一方面，如果似乎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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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大会必须将事项提交安全理事会(第十一条第二项)。不过，这种

办法难以维持。从政治上来说，在爆发重大冲突时让大会靠边站的确是相当不智

的。按照逻辑推理，第十一条第二项和第十二条第一项已被减损，第 377 A(V)

号决议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国际法院在其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

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内正式确认禁止同时行动的规定已被实践所取代(国际

法院 2004 年报告，第 136 页，第 27 和 28 段)。 

 至今为止，联合国大会已召开了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第一届是在 1956 年以

埃战争和英法袭击苏伊士运河区的时候召开的，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以色列

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问题，从 1997 年开始，至今仍未结束(2006 年 11 月 17 日第

ES-10/16 号决议第 13 段决定休会，经会员国要求可随时复会)。 

 根据政治标准，紧急会议可以分为几种模式。如安全理事会一致要求召开这

种会议，则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协调就不会受到干扰。黎巴嫩危机促使安

全理事会在 1958 年召开一届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958 年 8月 7日第 129(1958)号

决议)。但是当时它并没有明确提到第 377 A(V)号决议，人们的确可以怀疑这是

不是适用该决议的一个例子，因为常任理事国并非意见不一。将黎巴嫩局势交由

大会处理，是因为安全理事会提不出解决办法。第二种局势的特点是，安全理事

会大多数理事国投票赞成，若干其他理事国，其中包括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大

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动用否决权，因为交由大会处理被视为

程序性决定，不受否决权效力的影响。这也就可以解释第一届紧急特别会议何以

能够在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反对下由安全理事会要求召开(1956 年 10 月 31 日第

119(1956)号决议)。在几乎同时出现的匈牙利危机中，各方扮演角色有所不同，

只有苏联反对动议(1956 年 11 月 4 日第 120(1956)号决议)。采用类似办法举行

紧急特别会议的有：关于刚果共和国(1960 年 9 月 17 日第 157(1960)号决议：波

兰和苏联反对)；关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就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发生的冲突

(1971 年 12 月 6 日第 303(1971)号决议：法国、波兰、苏联和联合王国弃权)；

以及关于阿富汗(1980 年 1 月 9 日第 462(1980)号决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

联反对)。第三种情况则完全绕开安全理事会，由秘书长应某一个联合国会员国

在大会多数其他成员支持下要求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已到了从安全理事会完全解

脱出来的地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1980-1982 年)事实上

是由塞内加尔倡议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1981 年)最初由

津巴布韦提出要求，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由卡塔尔以联合国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

的名义要求召开。按道理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压倒性分量可以充

分显示出来。如果安全理事会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而无法采取行动，紧

急事项也可以在大会常会期间处理。(关于美国向利比亚发动海空攻击问题的大

会 1986 年 11 月 20 日第 41/38 号决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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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向大会转移责任可能并不符合《宪章》起草者的原意，但今天紧急特别

会议业已成为联合国秩序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充分接受。另一方面，举行这类会议

的必要性已大为减少，因为许多年来大会会期经常超过通常的 9 月至 12 月。每

届会议通常都会在 9 月新一届会议开幕前几个月内举行短期的全体会议。早年，

会员国并没有长年在纽约派驻代表。今天，紧急事项可以一通知不久就可以处理。

上面已经指出，1997 年开始的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仍未结束，多年来一直与大会

常会同时进行。(国际法院在其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 2004 年报告，

第 152 页，第 34 段)内并没有就这种做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它已成为讨论以

色列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政策和做法的一个特别论坛，其性质已完全改

变，从一个为讨论紧急事项而召开的会议变为一个讨论对国际社会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议题的永久性但间歇举行的会议。 

 第 377 A(V)号决议的关键内容显然是申明大会在其认为适当时可建议集体

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就这一核心意义而言，这项决议只在朝鲜危机时执行过一

次。1951 年 2月 1日第 498(V)号决议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与侵略朝鲜 (第

1 段)并“促请所有国家及当局对联合国在朝鲜所取之行动继续予以一切协助”(第

4 段)，这当然是指军事协助。该决议没有明确提到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但

却强调安全理事会“因各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未能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之主要责任”(序言)。可见，这些措辞与第 377 A(V)号决议完全一致。1956 年

11 月 5 日第 1000(ES-1)号决议决定成立维持和平行动第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

(UNEF I)以监测以埃前线，但这与 498（V）号决议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因为 UNEF 

I 并不需要履行战斗任务，而只是根据当时诞生的“经典”维持和平概念，出现

在敌对双方之间，消弭冲突。总的来说，第 377 A(V)号决议内具体设想的“办法”

与大会可能在其总任务框架内可不受阻碍地建议的其他办法之间不易划清界限。

根据国际法院就某些经费个案提出的咨询意见，安全理事会的专属权力只限于强

制或执行行动(联合国某些经费(《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1962 年 7 月 20 日咨

询意见，国际法院 1962 年报告，第 151 页，第 164 段)，但国际法院并没有具体

讨论第 377 A(V)号决议的影响。在这方面，还出现了一些界定上的问题：比如如

何给大会过往以持续不断损害南非的方式强制实施的禁运进行定性(这一做法从

1986 年 11 月 10 日第 41/35 F 号决议开始)。无论如何，呼吁各方停止任何敌对

行为并将部队撤回其领土已成为大会关于武装冲突的各项决议的常见内容(参看

例如关于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局势的 2008 年 3 月 14 日第 62/243 号决议)。这种

请求并没有被视为要求根据第 377 A(V)号决议给予任何合法性)。 

 第 377 A(V)号决议有可能可以打破联合国内部的权力平衡，最近对大会的作

用和权力所作的描述并没有对这种潜在的可能进行说明(参看 2006 年 9月 8日第

60/286 号决议，附件，第 1 段)。但确实只会在普遍对常任理事国的政策不满的

情况下才会用它来对付安全理事会。尽管在数目上占优势，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力

量太弱，不愿挑战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任何适用联合一致共策和平以采取强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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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做法至少需要获得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迄今为止，1951 年第 498(V)号

决议仍然是大会在当时压倒性的西方势力支持下，不顾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坚决反

对，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的唯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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